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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学研究

《杂剧三集》辑刊及版本流变考论

孙书磊 *

［摘　要］  作为继明末沈泰《盛明杂剧》初、二集之后刊行的最重要的杂剧集，清初邹式金《杂

剧三集》经历了顺治十八年（1661）完成初刻，康熙元年（1662）初夏完成对原刻本修订，民国三十年

（1941）董康诵芬室完成对顺治原刻本、康熙修订本的重校刊刻三个阶段，形成了版本区别度明晰的顺

治本、康熙本、诵芬室本三个版本系统，体现刊行者的不同追求。各种现存本皆可归属此三大系统，其

中诵芬室本为内容最为完善的版本。罗振玉《续汇刻书目》著录本应是独立于这三大系统之外的第四

个版本系统。廓清《杂剧三集》辑刊及其版本流变的过程，将有助于对相关研究对象采取准确的表述、

选择和判断，以及对相关问题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  《杂剧三集》；邹式金；辑刊；版本

清初邹式金辑刊的《杂剧三集》，又名《杂剧新编》，是继明末沈泰所辑《盛明杂剧》初、二集之后刊

行的重要的杂剧集。该集存本在20世纪初陆续被学界发现，在郑振铎看来，“其意义较之《盛明杂剧》

初、二集的出现，更为重大”a。因为“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发现，剧曲史上的几篇新页的补充。

一旦而获得了近四十种的名著，那种兴奋的情绪，恐怕只有野心家的获得了一个殖民地，探险家的发见

了一块新地，考古家的发见了一个古城或满贮着古物的古墓的时候方才能够了解的”b。如此重要的戏

曲文献，原本不易为一般人所见，但在经过了民国三十年（1941）董康诵芬室重校刊刻之后，尤其1958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影印出版诵芬室重校本之后，便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然而，无论诸家对《杂剧三

集》的著录，还是自原刻本以来现存诸版本之间的内容，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显示了该文献版本流变的

复杂性。对其版本不作辨析而贸然以一种版本概指其他版本，必然导致对该文献使用的不准确。查清

《杂剧三集》辑刊及其版本流变的过程，辨明现存各本间的差异、真伪与优劣，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杂剧三集》的著录、存佚及其庋藏

《杂剧三集》早在清顺治十八年（1661）即已刊行，但在清代所存的戏曲书目中却缺乏著录。李斗

∗*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97。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

献研究”（11&ZD1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清代善本戏曲叙录与研究”（13YJA760044）的阶段性成果。

a郑振铎：《邹式金杂剧新编跋》，《郑振铎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 699页。
b《邹式金杂剧新编跋》，《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 6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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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画舫录》转引的焦循《曲考》、黄文旸《曲海目》，以及管庭芬校录《重订曲海总目》、支丰宜《曲目

新编》（俗称《曲目表》）、姚燮《今乐考证》等，皆曾著录《杂剧三集》中的若干剧目，但并非该集所收

的全部剧目。这些目录文献的作者显然未曾获知《杂剧三集》的存在，或虽知而未能见其全璧。进入

民国之后，最为知名的戏曲目录编纂于宣统元年（1909）的王国维《曲录》著录了《盛明杂剧》初集、

二集，依然未著录《杂剧三集》，说明他当时亦未知晓《杂剧三集》。

真正最早全面著录《杂剧三集》具体剧目的，是民国三年（1914）连平范氏双鱼室所刊的罗振玉

《续汇刻书目》。《续汇刻书目》癸集著录了《杂剧新编》目录中的三十四种剧目，未著录序跋、插图等

版本信息。此后，发表于《小说月报》十四卷一号（1923年1月）的郑振铎《中国的戏曲集》一文著

录：“《杂剧新编》，清邹式金编。此为清代杂剧的选本，共有三十四种。”a也未具体说明所著录的《杂

剧新编》为何种版本及其版本情况。尚无资料显示此时郑振铎见过《杂剧新编》，郑氏著录或源自罗

氏著录。最早著录实际所见《杂剧新编》的是董康，其《书舶庸谭》所载民国十六年（1927）1月4日

日记云：“《杂剧》尚有《三编》，为明邹式金所选，凡卅四种。余尝以四十圆获其首册，有灌隐人序及自

序。灌隐即梅村祭酒别号。图为钱磬室绘，甚精。”b并全文抄录了吴伟业序、邹式金自序和目录。

赵万里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月编刊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杂剧三集》

三十四卷，清邹式金编，清顺治刻本。存十四卷。《通天台》一卷，清吴伟业撰；《临春阁》一卷，清吴伟

业撰；《读离骚》一卷，清尤侗撰；《吊琵琶》一卷，清尤侗撰；《苏园翁》一卷，明茅维撰；《秦廷筑》一

卷，明茅维撰；《金门戟》一卷，明茅维撰；《闹门神》一卷，明茅维撰；《城南寺》一卷，清黄家舒撰；《西

台记》一卷，清陆世廉撰；《卫花符》一卷，清堵廷棻撰；《鲠诗谶》一卷，清土室道民撰；《风流冢》一

卷，清邹式金撰；《空堂话》一卷，清邹兑金撰。”c除了将作者字号改称本名（非残存本原貌）之外，与

后来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所著录的“残本《杂剧三集》十四卷，清顺治刊本”一致d。孙氏所见

者即当时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所藏十四卷本，而该馆所藏残本的数量不久又得到不断增加。

1937年4月某日，郑振铎从某书肆（主人姓汪）处得到《杂剧新编》，同年5月13日撰写了《邹式

金杂剧新编跋》，很快于同年5月24日在《国立暨南大学图书馆馆报》第2期刊发。该文叙述了北平图

书馆得到《杂剧三集》残本和郑振铎得到《杂剧新编》全本的过程及各种版本的情况，但对于其中若干

事件的时间未作具体交待，现结合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有关郑振

铎主要事迹的纪年和马廉的有关史料可考知：大约在此文写作的十一二年前即1925年左右，郑振铎

在中国书店惊喜地见到了《杂剧新编》首册，该册刻有吴伟业《通天台》和《临春阁》二剧，卷首有吴

伟业、邹式金二序及目录，当即前述董康日记所记者。因书店此前已经有意高价售予董康，且董康可

能有在翻刻《盛明杂剧》二集之后再行翻刻《杂剧新编》的需要，郑振铎故将此首册让给了董康。董康

1932年将此册转让给北平图书馆。1926年马廉获得了《杂剧新编》零本三册，即《眼儿媚》《昭君梦》

《风流冢》e。另据马廉于1930年代初补订王国维《曲录》所载f，此时马廉又增补了《醉新丰》一剧，说

明马廉曾获得过该剧的单行本。1933年北平图书馆买下中国书店寄来的《杂剧新编》其他零种数册，

郑振铎借来过录一部。这些本子除和北平图书馆所藏复见外，又多出了几种。后该馆再得到朱希祖所

藏《杂剧新编》一册，但系与前所收本重复者。“十余年来，经了同好者四五人的用力访求，这部‘新编’

始终没能成为全帙。想不到，在四月的一个早晨，我终于把这部‘新编’的全部，连附录的《陌花轩杂

a郑振铎：《中国的戏曲集》，《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4年，第 509页。
b董康：《书舶庸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 5页。
c赵万里：《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目四”，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月刊印。
d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 444—445页。
e马廉：《隅卿日记选钞》“民国十五年”条，马廉著、刘倩编：《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 231页。
f马廉补订王国维《曲录》，现存首都图书馆，郑志良先生较早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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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完全得到了！”a获得《杂剧新编》全帙的当年（1937）8月14日，郑振铎自行刊印《西谛所藏善本

戏曲目录》，并作如下著录：“《杂剧新编》三十三种，附《陌花轩杂出（孙按：“剧”之误）》十折，八册，

顺治间刊本。”b

1943年《国书月刊》二卷六期刊发吴晓铃《鄞马氏不登大雅文库剧目目录》，显示马廉不登大雅堂

文库中藏有“《杂剧三集》（残存）□种□卷（清邹式金编，清顺治间刊本）三册”c，这就将郑振铎《邹

式金杂剧新编跋》中所谓马氏获得《杂剧新编》零本二三册之说坐实为三册，说明前述郑氏所言可信。

此后较全面著录《杂剧新编》的是1981年出版的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该书“引用书籍解题”

之“杂剧新编”条云：“清邹式金编。清顺治间刻本。此书原名《盛明杂剧三集》，因刊行时已入清初，

故改题名；又标：《杂剧三集》。共收明末清初所制杂剧三十四种。卷首有翼望山人、吴伟业、邹式金

序，邹漪跋。除原刻本外，尚有：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武进董氏诵芬室复刻本；又有一九五八年中

国戏剧出版社影诵芬室石印本。”d不仅著录了清刻本，还著录了民国重刻本。这是傅惜华实际所见的

《杂剧新编》若干版本。

上述诸家著录的本子并非皆已被保存下来，而新的存本却有被发现者。笔者经眼的《杂剧三

集》现存本有六种，其保存及庋藏情况是：（一）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善本室藏顺治十八年

（1661）刻本残本，当即郑振铎《邹式金杂剧新编跋》所著录的由中国书店寄售给北平图书馆的零本数

册中的一部分，重复者已佚（详下文）。题《杂剧三集》，三十四卷三十四种，存二十六种二十六卷（一

至九、十五至二十五、二十九至三十四），十册。索书号A01838。（二）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

旧藏康熙元年（1662）刻本全本。题《杂剧新编》，三十三卷三十三种，八册。索书号T5663/2248。《哈

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汇刊》据以影印。此本与郑振铎1937年获得的三十三卷本为同

一版本（详下文）。（三）国图文津馆藏郑振铎旧抄藏残本。题《杂剧新编》，三十三卷三十三种，存二

种二卷（卷十一《半臂寒》、卷十二《长公妹》），一册。新索书号XD6104，原索书号11484。此本并非

郑振铎于1933年从北平图书馆借来的过录本（详下文）。（四）国图文津馆藏董康诵芬室民国三十年

（1941）刻本全本。扉页题《杂剧三编三十四卷》，目录题《杂剧三集》，书根题《盛明杂剧三集》及各剧

剧名、册序号，卷首有翼望山人序。三十四卷三十四种，八册。索书号32971。当即傅惜华所见诵芬室

本。（五）国图文津馆藏董康诵芬室民国三十年（1941）刻本全本。扉页题《杂剧三编三十四卷》，目

录题《杂剧三集》，书根无字，卷首无翼望山人序，三十四卷三十四种，八册。索书号102659。（六）中

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据民国三十年诵芬室重校刊刻本影印，书名及目录皆题《杂剧三集》，插图采用

北京图书馆（今国图）所藏顺治刻本中的汇刻图复印，汇刻图中所缺第八种《金门戟》乃用诵芬室版复

制，《杂剧三集》在当代流播最广者即此本。

前述诸家著录的《杂剧三集》版本中，笔者不曾获见的有：（一）罗振玉《续汇刻书目》著录本。罗

氏的著录当不为转引其著而来，应是见到具体存本（详下文）。（二）董康1925年购藏的刻有吴伟业、

邹式金二序、吴伟业《通天台》《临春阁》二剧的首册零本，即郑振铎最早所见而让与董康者。该本没

有邹漪跋文，又将吴伟业二剧并为首册，说明既非国图现存的三十四卷残本（索书号A01838，该本吴

伟业二剧收在第二册），也非属于郑振铎所有的三十三卷刻本（该本卷首有邹漪跋文），或是将这两种

版本所印首册拆纬重编的新装订本。（三）郑振铎据1933年由中国书店寄售给原北平图书馆的含有茅

a《邹式金杂剧新编跋》，《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 696页。
b郑振铎：《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吴平、回达强《历代戏曲目录丛刊》据民国年间来青阁书庄蓝印本影印，扬州：广陵书

社，2009年，第 4679页。
c吴晓铃：《鄞马氏不登大雅文库剧目目录》，吴平、回达强《历代戏曲目录丛刊》据《国书月刊》民国三十二年（1943）二卷

六期抽印本影印，第 5682页。
d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 6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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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若四剧和陆晚庵《西台记》、邹氏兄弟《风流冢》《空堂话》的过录本。（四）原北平图书馆所藏与今

国图现存藏残本（索书号A01838）复出的残本。（五）马廉所藏由其于1933年得到的零本三册。（六）

郑振铎于1937年购藏的三十三卷三十三种全本。

上述佚者都无线索可稽，唯郑振铎所藏三十三卷本曾被怀疑即国图善本室现藏本。虽然郑振铎在

1937年刊行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中著录了其刚获得的三十三卷本《杂剧新编》，然而由其于

1956年编成的《西谛书目》未收该本，此时郑振铎尚在世，说明此时该本已归他处，并得到郑振铎的确

认。对于该本的去处，吴晓铃先生曾推测：“疑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所藏即先生于抗战期间斥去之此

本也。”a然而，比照国图所藏善本《杂剧三集》版本面貌和郑振铎《邹式金杂剧新编跋》描述其所藏本

版本面貌、《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著录信息，国图所藏善本与郑振铎当年收藏本的剧作数量、题跋、

目录、分册情况等都不尽相同，属于不同版本。上述吴晓铃先生的推测难以成立。

二、 从顺治本到康熙本：《杂剧三集》的辑刊过程

国图善本室所藏残刻本《杂剧三集》（A01838）的目录为：卷一《通天台》灌隐主人，卷二《临春

阁》吴梅村，卷三《读离骚》尤悔庵，卷四《吊琵琶》尤悔庵，卷五《醉新丰》茅孝若，卷六《苏园翁》茅

孝若，卷七《秦廷筑》茅孝若，卷八《金门戟》茅孝若，卷九《闹门神》茅孝若，卷十《双合欢》茅孝若，

卷十一《半臂寒》南山逸史，卷十二《长公妹》南山逸史，卷十三《中郎女》南山逸史，卷十四《京兆

眉》南山逸史，卷十五《翠钿缘》南山逸史，卷十六《鹦鹉洲》郑无瑜，卷十七《汨罗江》郑无瑜，卷十八

《黄鹤楼》郑无瑜，卷十九《滕王阁》郑无瑜，卷二十《眼儿媚》孟子若，卷二十一《孤鸿影》周芥庵，卷

二十二《梦幻缘》周芥庵，卷二十三《续西厢》查伊璜，卷二十四《不了缘》碧蕉主人，卷二十五《樱桃

宴》张来宗，卷二十六《昭君梦》薛既扬，卷二十七《旗亭宴》张掌霖，卷二十八《饿方朔》孙笨庵，卷

二十九《城南寺》黄汉臣，卷三十《西台记》陆晚庵，卷三十一《卫花符》堵伊令，卷三十二《鲠诗谶》

土室道民，卷三十三《风流冢》邹仲愔，卷三十四《空堂话》邹叔介。从残存的内容看，正文与目录是

完全一致的。卷首集中了各剧插图共计六十六幅，每剧正图之后附有饰画之图，缺失第八种《金门戟》

图二幅。该本卷首依次有落款为“小弟灌隐人题”之《杂剧三集序》、“辛丑秋香眉主人邹式金题”之

《小引》（文末钤“邹式金印”阴文方印、“木石”阳文方印）。辛丑为清顺治十八年（1661）。是为《杂

剧三集》最早的原刻本，可称顺治本。顺治本的这些信息与董康1925年购藏的首册完全相同。另，郑

振铎曾遗憾自己所藏三十三卷本中少了《醉新丰》一剧，但又说“《醉新丰》一本，幸隅卿所得‘新编’

零本中有之，故仍可补得完全”b，可见，董康和马廉（隅卿）当年所藏残本皆为顺治本。

据郑振铎《邹式金杂剧新编跋》，其于1937年所购藏的三十三卷全本“插图及附录《陌花轩杂剧》

都是全的；只是‘目录’改动过了，把卷之三十四的《空堂话》移到卷之五，而缺《醉新丰》一种。故

实际上只有三十三卷。又卷之十三南山逸史的《中郎女》，目录上却刻作邹仲愔的《风流冢》，和卷之

三十三的变成重复的了。但原文却仍是《中郎女》。我疑心这目录是后刻的，故和原书不大合。”c此

外，该本“较北平图书馆藏的首册，多了一篇邹漪的跋。这跋写于壬寅，是康熙元年，较邹式金的序上

所署的年月（辛丑，顺治十八年）只差了一年。”d此本可称康熙本。郑振铎所藏康熙本目录内容、所收

剧作数量及排序、序跋的上述信息与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齐如山旧藏刻本是一致的，齐如山藏本亦为

a郑振铎撰、吴晓铃整理：《西谛书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 526页。
b《邹式金杂剧新编跋》，《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 697页。
c《邹式金杂剧新编跋》，《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 697页。
d《邹式金杂剧新编跋》，《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 698页。



132

康熙本。在郑振铎藏本已佚的情况下，要想详细了解康熙本的情况只能通过考察齐如山藏本。该本

卷首有三篇序跋，依次为“年家弟吴伟业题”之《杂剧新编序》、署“辛丑秋香眉主人邹式金题”之《小

引》（文末印钤同顺治本）、署“壬寅初夏邹漪流绮识于夕佳楼”之《跋》（文末钤“邹漪之印”阳文方

印、“字流绮”阴文方印）。邹漪《跋》言及其参与了《杂剧新编》的辑刊。与顺治本相比，康熙本除了

上述目录、正文所收剧作数量、排序不同以及多出邹漪跋文之外，其吴伟业序文的题目、落款亦不同于

顺治本，首次将《杂剧三集》改称《杂剧新编》，将“小弟灌隐人题”改为“年家弟吴伟业题”，并多出了

卷三十三末所附的黄方胤《陌花轩杂剧》十出。卷首的插图也有所不同：康熙本插图从叶“一”至叶

“三十四”依次排列，中间缺叶五《醉新丰》插图，而不缺叶八《金门戟》插图。

国图现存郑振铎抄藏本（索书号：XD6104）目录及正文有“西谛钞藏”印制的绿格，卷首吴伟业

《杂剧新编序》、邹式金《小引》、邹漪《跋》的题名、内容、落款等与康熙本同，故亦属康熙本。

郑振铎1933年过录本的版本归属问题，则较为复杂。1933年北平图书馆得自于中国书店的“这

几册里有茅孝若的四剧和陆晚庵的《西台记》，邹氏兄弟的《风流冢》及《空堂话》。最怪的是后面附有

黄方胤的《陌花轩杂剧》全部，这是目录上所没有的。”a郑振铎借来过录一部，而后来北平图书馆得自

朱希祖的《杂剧新编》零本一册是与之重复者，郑氏不再过录。现在能够考察到的顺治本未曾提及所

附《陌花轩杂剧》，康熙本附有《陌花轩杂剧》。将北平图书馆在1933年和后来所得到的若干册零本以

及郑振铎的据此过录本看作康熙本，是不准确的判断。因为即便康熙本实际附有《陌花轩杂剧》，但全

书首册的卷首总目录中并未写入所附刻的目录，说明此附刻仅为刊刻《杂剧新编》后的乘便之举，原

应作为两种文献分属装订。如郑振铎过录所用的底本这样将附体文献与本体文献装订在一起的现象，

在实际古籍保存中并不少见，不足以作为据此判断本体文献版本差异的主要依据。是否有邹漪的跋

文，远比是否有附刻《陌花轩杂剧》更为重要。而判断郑振铎过录本底本版本的最为关键的依据，应

是上述“那几册里有茅孝若的四剧和陆晚庵的《西台记》，邹氏兄弟的《风流冢》及《空堂话》”一句。

从齐如山藏本的分册情况看，茅孝若的五种剧作，前三种与后两种分装在不同零册内，郑振铎看到的

要么是五剧，要么是三剧或两剧，无论如何不可能看到四剧。《风流冢》《空堂话》在齐如山本藏中分

属第五卷和第三十三卷，在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同时看到此二剧的可能性也很小。相反，在国图藏顺

治本的残本中，茅孝若五剧中后四剧分属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合为一册，且《风流冢》《空堂话》分

别为卷三十三、卷三十四卷，又排在一起。据此，郑振铎1933年过录本时所用底本即此前中国书店售

予北平图书馆的零种数册和朱希祖的那一册，都当属于顺治本。

厘清了顺治本与康熙本的差异以及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版本和现存版本的归属之后，有必要寻绎

顺治本与康熙本之间的联系。由于顺治十八年（1661）刻本和康熙元年（1662）刻本的时间只相差一

年，且康熙本卷首邹漪《跋》云“故于刻成，妄识简端如此”b，所以容易形成错误的判断，认为《杂剧三

集》的刊刻始自顺治十八年辛丑，而“借知‘新编’刻成的时候是壬寅”c。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比照这两个本子，无庸讳言，康熙本源自顺治本，二者并非截然不同。譬如二者卷首吴伟业序、邹

式金自序、二者共有插图、共收剧本的文字内容、版式行款等皆同，邹式金自序文末所钤印记也相同。

然而，其不同者又绝不仅仅是康熙本卷首多了邹漪跋文，如果仅此差异，则简单地断言康熙本与顺治

本为一个版本应是可以的。但较为复杂的问题是二者之间的差异并非仅限于此。

顺治本与康熙本的差异，除了前文多处述及的序跋多寡、吴序题署有别和目录、插图、所收剧作

a《邹式金杂剧新编跋》，《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 695页。
b邹漪：《跋》，《杂剧新编》卷首，清康熙元年（1662）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

汇刊》据以影印，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c《邹式金杂剧新编跋》，《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 6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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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寡及其排序之外，更能说明康熙本刊刻时有所增累的是，《风流冢》顺治本“［山坡羊］冷清清封华

表，静沉沉墙穿狐貉。响飕飕松柏哀吟，乱纷纷白杨枯槁。（看介）这墓上只依他平日所言，写个‘奉

圣旨填词柳三变之墓’。咳，依稀认姓字没蓬蒿，苔绣模糊看不晓。石径横斜，断垣颓倒风骚，俏灵儿

何处抛。虚嚣恁相逢，没下稍。”这五行文字皆无，可见此处版面在刊后复被挖除，其中的原因或许虑

及这段文字有涉违碍。康熙本此处完整而清晰，或因邹式金父子认为时过境迁，不必多此顾虑，遂而

补刊。

顺治本与康熙本不宜被视作一个版本，后人在著录这两个版本系统的藏本时应予辨别。据此，则

郑振铎《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将其所藏《杂剧新编》三十三种本称为顺治间刊本，是不准确的；傅

惜华《清代杂剧全目》不加区别地笼统称之为顺治间刻本，也有失确当；朱崇志《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研

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在未对版本辨析的情况下以康熙元年刊本指称，这样的表述同样不

够精准。

《杂剧三集》的刊刻始自何时？邹式金撰于顺治十八年秋的《小引》但云“幽居无事，邮筒往来，

得若干种，先梓行之”a，并未说明《杂剧三集》的刊刻是从该序文撰写之时开工。从前文所引康熙元

年初夏邹漪所撰《跋》文“故于刻成，妄识简端如此”一语推测，所顺治本收剧作多达三十四种且配有

近七十幅精美插图的如此大规模的刊刻任务，即便排除康熙本所附《陌花轩杂剧》十出于顺治年刻竣

的可能，《杂剧三集》的刊刻工程已经大到绝非八九个月时间可以完工。开工时间理应早于顺治十八

年秋之前。未署时间的吴伟业《杂剧三集序》称：“木石邹年兄，梁溪老学宿，有契悟，旁通声律，近选

《杂剧三集》成，嘱袁子重其索余言。余阅其三十余种，近今名流鉅公之笔，搜采殆遍。”b邹式金托袁

骏（字重其）交给吴伟业看的既已选成的《杂剧三集》，当为刊刻之前的过录本。邹式金父子搜罗选辑

的过程应该很早就开始，或许在清兵南下不久。顺治本《杂剧三集》有意赓续沈泰《盛明杂剧》初集、

二集，而康熙本将总题名改为《杂剧新编》，盖因考虑到康熙本修订刊竣之际相距《盛明杂剧》初集、二

集刊行年代已较远。

《杂剧三集》的刊行过程应是：顺治十八年秋，《杂剧三集》已经刻毕，收有三十四种剧作，每种一

卷，计有三十四卷，卷首刻“小弟灌隐人题”《杂剧三集序》、邹式金《小引》和集中配刊三十四组插图

（每剧主副二图），是否附刻《陌花轩杂剧》不能确定。顺治本为《杂剧三集》之原刻本。不久，对顺治

本进行修订，正文抽去了顺治本卷五《醉新丰》（茅孝若）一剧，将顺治本卷三十四《空堂话》（邹叔介）

从卷末移补卷五缺空处，目录相应调整、重刻为三十三卷三十三种，插图则直接抽掉插图叶五之《醉

新丰》，其余不作变动，《空堂话》插图一仍顺治本原来次序居于末尾。同时，对卷首吴伟业序文题名改

作《杂剧新编序》，文末落款改作“年家弟吴伟业题”。落款如此改动，是否有意借重吴伟业的名望进一

步扩大《杂剧三集》之影响，乃至抬高邹式金地位，不得而知。除此之外，对顺治本的缺刊之处加以补

刊，完善文字。修竣之后，邹漪撰《跋》附刊于卷首原吴、邹（式金）二序之后，交待其最后修订完成的

时间，从而最终完成了对顺治本的第一次修订。

三、 《杂剧三集》诵芬室本的版本属性及其价值

民国三十年（1941）董康诵芬室刻本，是康熙本之后出现的对《杂剧三集》重新校定即再次修

订中所形成的百衲版本，日本学界称之为“重校刊本”更为准确c。该本所用的底本兼顾顺治本和康

a邹式金：《小引》，《杂剧三集》卷首，清顺治刻本，国家图书馆善本室藏。
b灌隐人：《杂剧三集序》，《杂剧三集》卷首，清顺治刻本，国家图书馆善本室藏。
c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非卖品）集部，昭和四十八年（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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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本，其对这两种底本综合修订的幅度，较康熙本对顺治本修订的幅度更大，已非一般意义的对某

一单种版本的翻刻，更非对某一单种版本的如式刻板再印的复刻。中国戏剧出版社《杂剧三集》“出

版说明”称诵芬室本为翻刻本a，上文引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将诵芬室本称为复刻本，说法皆不

准确。

国图现存《杂剧三集》有两部诵芬室本，索书号分别为102659、32971。二者在题名、扉页题签、

所收剧目、目录、正文及其框格尺寸等方面完全相同。区别在于：（一）前者卷首有吴伟业、邹式金、邹

漪三篇序跋，而后者则在此三篇序跋之前又有“翼望山人题”《名家杂剧序》。（二）每剧前两幅插图的

位置和自身左右方向，前者与顺治本、康熙本不同，即第一幅为副图花鸟图，第二幅方为主图情节图，

次序与顺治本、康熙本相反，且每一幅图左右方向也与顺治本、康熙本相反，后者则与顺治本、康熙本

相同。（三）前者书根无字，后者有字。（四）前者天头、地脚小，后者大，可见所用纸型大小不同。后

三个方面的差别应是同一书版的两次印装所致，插图的差异更是印刷技术错误所致，皆不足以说明诵

芬室本刊刻时使用了顺治本、康熙本之外的另一新底本。

翼望山人序的来源问题，是辨明诵芬室本是否另有底本的关键。该序不见于顺治本、康熙本，其

板框形制虽与吴伟业序同，但高度、宽度都要大一些，比邹氏父子序跋款寸更大，应另有来处。此序实

则原为明崇祯年间所刊《盛明杂剧》初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旧藏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汇刊》据以影印）卷首的序文，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影印《盛明杂剧》初集诵

芬室重校刊刻本却无之。该序谓“我郡沈子林宗复选诸名家杂剧，如康对山、梅雨（孙按：应为禹）金、

汪伯玉、徐文长辈，以继关、马之后”b。沈泰《盛明杂剧》初集原名《名家杂剧》，正收有汪道昆（伯玉）、

徐渭（文长）、康海（对山）、梅鼎祚（禹金）诸人杂剧作品，翼望山人《名家杂剧序》乃针对《盛明杂剧》

初集而撰，与《杂剧三集》无关。且《杂剧三集》诵芬室本（索书号32971）卷首的翼望山人序与《盛

明杂剧》初集崇祯原刻本卷首的翼望山人序，无论是内容还是版式，皆完全一致。显然，《杂剧三集》

卷首翼望山人序是从《盛明杂剧》初集崇祯原刻本翻刻误置而来。

可见，现存两部诵芬室本在版本上没有本质差异，只是在不同的印刷过程中有的加了书根文字，

有的未加；有的将插图反印反装，有的未反；有的画蛇添足地误印误置了翼望山人序，有的则未误置而

已。两者诸多的共性内容与特征说明它们同属一个版本。

诵芬室本不仅兼采顺治本和康熙本作底本，力求全面反映原刻本和递修本的内容，而且创造性地

调整两种底本所收剧目次序，以体现辑刊者对不同底本的独特态度。如卷首吴伟业序的题名和落款，

依顺治本，作《杂剧三集序》“小弟灌隐人题”，而非康熙本的《杂剧新编序》“年家弟吴伟业题”；收入

为康熙本所有而为顺治本所无的邹漪《跋》；目录题名，保持与吴伟业序题一致，依顺治本，作“杂剧

三集目录”，而非康熙本的“杂剧新编目录”；剧目数量的选择，依顺治本，为三十四种，而非康熙本的

三十三种；南山逸史《中郎女》缺第十七、十八叶，因顺治本此剧不存而无法判断诵芬室本此剧所用底

本是否为顺治本，但康熙本同样缺这两叶，其源于康熙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剧目编排次序，不依顺治

本，而兼顾康熙本和董康自己的想法，卷五依康熙本为《空堂话》邹叔介，非顺治本的《醉新丰》茅孝

若，但《醉新丰》并未被弃而不用，而是被置于康熙本卷九《闹门神》茅孝若处，康熙本卷九《闹门神》

在诵芬室本中被推移至卷十，以下各剧依次后推，全书依然为三十四种，如顺治本。既然顺治本所收

剧作的数量和具体剧目在诵芬室本中没有改变，那么，董康在编排诵芬室本所收各剧次序和目录时，

缘何一定要借鉴康熙本又加以调整，不再全依顺治本？或许是因为他觉得邹式金将其弟邹兑金（叔

a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杂剧三集》卷首“出版说明”，《杂剧三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
b翼望山人：《名家杂剧序》，沈泰《盛明杂剧》初集卷首，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旧藏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汇刊》据以影印，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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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作品《空堂话》置于卷末如顺治本的做法，不如置于卷册前部如康熙本的做法更能显示对其弟尊

重和对其作品重视，同时，又认为《醉新丰》应是茅维（孝若）之作，康熙本将其抽掉不用欠妥，至于将

其插于《闹门神》之前，估计也是求得与茅维其他剧作放在一起而已，其与《闹门神》孰先孰后已无太

大区别。

诵芬室本对顺治本和康熙本的改动，还体现在：于各剧之前加了剧名题叶，又将插图分散到各剧

之前，而非集中在目录之后、正文之前。统一规范了异体字，尤其订正了错别字，如顺治本、康熙本

《鹦鹉洲》将“鹦鹉”的“鹉”误作“武”，“正所谓”的“谓”误作“为”，《滕王阁》“控蛮荆而引瓯越”的

“瓯”误作“甄”，“轻裘缓带，虚叨半壁长城”的“壁”误作“璧”，《半臂寒》“青史频摩，一任知予或罪予”

的“摩”误作“挥”，《卫花符》眉批“轻佻之致，故佳”的“佳”误作“在”等错别字，不一而足，诵芬室

本都从语义上加以订正。补齐了脱文，如《汨罗江》“固时俗之从流兮”顺治本和康熙本皆脱“俗”字，

“世人演《八仙庆寿》，要凑脚数，把我扮做生，把他扮做旦，故有此胡说”末句皆脱“说”字，诵芬室本

予以补上。除了从语义角度对顺治本、康熙本加以订正外，诵芬室本还能够从戏曲的脚色排场角度订

正顺治本、康熙本之误，如顺治本、康熙本《樱桃宴》有一处科介为“小净笑科”，据脚色排场，此处的

“小净”当为“副净”，诵芬室本改为“副净”；《半臂寒》有一处科介为“旦、贴又弹唱介”，但据脚色排

场，此处“旦”应为“老旦”，诵芬室本也予以改正。当然，顺治本、康熙本中错误，诵芬室本偶有未能

发现者，如顺治本、康熙本《汨罗江》误将曲牌名［乔木查］的“查”写作“香”，诵芬室本一仍其误；顺

治本、康熙本《樱桃宴》【柳叶儿】首句“果然昧平生平生半面”后一“平生”当为衍文，诵芬室本亦未

发现，然此种现象极少。

总起来看，顺治本、康熙本中绝大多数的错误在诵芬室本中都得到了改正，这是诵芬室本的重要

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董康明确将诵芬室本定性为“重校定”既符合实际a，也更能体现其超越顺

治本和康熙本的创造价值。

诵芬室本的文献价值得到了后世的认可。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盛明杂剧三集》、中国戏剧出

版社1958年《杂剧三集》、北京中国书店1980年《盛明杂剧三集》等皆选择诵芬室本《杂剧三集》为底

本影印，而不以康熙本为底本b，也未以顺治本作为部分剧目的底本或参校本。这些出版社之所以决

定采用诵芬室本为底本，即便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诵芬室本使用便利，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这些出版

社对诵芬室本的文献价值有准确的判断。

四、 罗振玉《续汇刻书目》著录本《杂剧新编》蠡测

上述顺治本、康熙本、诵芬室本形成了《杂剧三集》现存本的三个系统。罗振玉《续汇刻书目》著

录的《杂剧新编》本由于其所录的各卷子目与顺治本、康熙本既有所不同，又有所关联，故可理解为顺

治本、康熙本、诵芬室本三大系统之外又一独特版本。

从整体上看，罗氏著录本的目录题名采用康熙本的“杂剧新编”而非顺治本的“杂剧三集”，全书

收有包括《醉新丰》在内的三十四种剧作，却明显体现顺治本而非康熙本的特点。从细节上看，该本

在卷五位置上著录的剧目为“《醉新丰》邹叔介”，既不同于顺治本此处的“《醉新丰》茅孝若”，又不同

a国家图书馆文津馆所藏两部民国三十年（1941）诵芬室刻本《杂剧三集》（索书号 102659和 32971）的扉页背面均签刻
“岁次辛巳孟秋诵芬室重校定”。

b此时齐如山藏康熙本已归哈佛燕京图书馆，中美之间虽处冷战，尚未建交，但北京古籍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若以民
间文化交流方式与哈佛燕京图书馆洽谈借用底本影印出版之事，应不难做到。再者，郑振铎藏康熙本或许此时尚可获见。到
1980年中美两国已建交，两国文化交流已趋频繁，北京中国书店仍不取齐如山旧藏康熙本为底本，并参校北京图书馆藏顺治本，
就更可能是该社基于对诵芬室本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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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康熙本此处的“《空堂话》邹叔介”，而是取顺治本的剧目《醉新丰》，却改用康熙本《空堂话》的作

者。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罗氏著录本显然是顺治本与康熙本杂糅的产物a。

罗氏著录本的目录，是否为罗氏所见真实文献的目录而非罗氏有意或无意的改造？在关注《杂剧

三集》版本的学者中，最早注意到罗氏著录本的是郑振铎。郑振铎《邹式金杂剧新编跋》称“‘新编’的

目录，完全者惟见于罗振玉的《续汇刻书目》”b，却并未转引《续汇刻书目》所著录的《杂剧新编》子目。

而后郑振铎根据自己所见顺治本的零本信息和刚获得的康熙本面貌，推测出原本三十四卷的子目情况，

而这个推测出的子目恰与罗氏著录本完全相同。如果这个由郑振铎推测出的子目不是郑振铎对罗氏

著录本的盲从，那么，罗氏著录本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版本，且其中的某些零本曾被郑振铎寓目。然

而，从本文以上所论得知，郑振铎所见本或为顺治本或为康熙本，并无所谓“《醉新丰》邹叔介”者。

对于这个颇为令人困惑的问题，台湾前辈著名学者罗锦堂先生似乎并未在意。其编著的《中国戏

曲总目汇编》所附《杂剧新编》的子目与罗氏著录本的子目完全一致c，且不说明这个子目是其对原始

文献著录所得，还是引自罗振玉《续汇刻书目》，抑或源自郑振铎《邹式金杂剧新编跋》，但至少说明罗

锦堂对罗氏著录本的间接认可。

郑振铎、罗锦堂二位先贤未对罗氏著录本提出质疑，当有其一定的学理逻辑。在罗振玉编著《续

汇刻书目》时，《杂剧三集》清初刻本诸如顺治本、康熙本等的存本尚未被学界逐次发现，若将上述杂

糅现象理解为罗振玉的主观改造所致，则缺乏必需的文献依据。相反，从罗振玉编著《续汇刻书目》

文献来源的角度看，罗氏著录本所依据的原始文献当有具体来源。

据罗振玉《续汇刻书目》自撰《序》文，《续汇刻书目》为罗振玉于“宣统六年”（即民国三年，

1914）流亡日本时期，为续刻蒋黼、汪康年所录书目而编写。具体做法是：“间就予大云书库所蓄，补

录光、宣两朝诸家丛刻及刊于光、宣以前而朱目失载者，凡得三百余种”，“间有所缺，则假之缪氏艺风

堂。其顾书所载朱氏遗之者，亦就予储书所有者补之，其不可见者，宁阙之不补也。”“此书既为定，读

吾友藤田剑峰学士丰八藏书目，见有此编失载者数种，爰移书求写寄，又内藤湖南博士虎次郎、富冈君

撝教授谦藏，亦写示日本、高丽诸丛刻，复据以补入。”d可见，《续汇刻书目》乃根据其位于日本东山寓

居的名曰“大云书库”藏书及其日本友人藤田丰八（号剑峰）、内藤虎次郎（号湖南）、富冈谦藏（字君

撝）等人所藏日本、高丽所藏书籍编辑而成。其编着的态度不仅务实谨严，所著录者皆为其所藏所见，

非此则宁缺毋滥，而且广为搜求，力求完备。罗振玉应是据自己或日本友人所藏《杂剧新编》的真实

面貌予以著录。

东北解放后，罗振玉后人将罗振玉的全部藏书捐给了国家，其中绝大部分存于当时的旅大图书馆

即今大连图书馆，小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然今二馆所藏古籍目录均无《杂剧新编》。罗振玉自编《罗

氏藏书目录》三卷并未著录《杂剧新编》。另外，罗振玉曾撰《大云书库藏书题识》四卷，亦未提及《杂

剧新编》。罗振玉所见《杂剧新编》，更多可能是来自日本友人提供的“日本、高丽诸丛刻”。

查高丽时期的有关书录，朝鲜半岛并无《杂剧三集》（或题《杂剧新编》）的汉籍存本，亦无高丽人

的同名翻刻汉文本。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及日本各藏书机构、有关学

者所编着的汉籍书目文献，均未见著录《杂剧三集》（或《杂剧新编》）。罗振玉所见者或为日本的复刻

本。众所周知，日本有复刻汉籍的传统，现存的各种复刻汉籍包括戏曲文献皆刻工精良，如日本京都

文科大学复刻的《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几可以假乱真。《续汇刻书目》所著录的《杂剧新编》为日本

a罗振玉：《续汇刻书目》癸集“杂剧新编”条，民国间连平范氏双鱼室刊本。
b《邹式金杂剧新编跋》，《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 697页。
c罗锦堂：《中国戏曲总目汇编》，香港：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66年，第 153页。
d罗振玉：《序》，《续汇刻书目》卷首，民国间连平范氏双鱼室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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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刻之文献，并非没有可能。

五、 结语

《杂剧三集》于顺治十八年（1661）完成初刻，收有明末清初杂剧作品三十四种，是为《杂剧三集》

的原刻本；康熙元年（1662）初夏完成了对原刻本的第一次修订，这次修订的重点是将所选剧目减少

为三十三种并重新编排次序，补齐原刻本缺刊内容，增加修订者的跋文；民国三十年（1941）董康诵

芬室对顺治本、康熙本进行综合性重校刊刻，成为内容最为完善的版本，但由于其拼接、调整处较多，

所以在客观上给后人准确认识《杂剧三集》版本流变设置了障碍。但这不妨碍后人对其文献价值的肯

定，此后的通行本即此本。除了顺治本、康熙本、诵芬室本这三大系统外，罗振玉《续汇刻书目》著录

本应是又一曾经客观存在的本子，为《杂剧三集》版本的第四个系统，其实际馆藏情况有待于进一步

查访。

梳理清晰了《杂剧三集》的辑刊及其版本流变过程，可帮助我们对相关研究对象采用准确的表

述、选择和判断，乃至帮助我们对相关问题选用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对现存三大版本系统的版本

属性表述，不可将诵芬室本之前的清初刻本不加区别地笼统称之为顺治本或康熙本，也不可简单化地

以“翻刻本”、“复刻本”之谓指称诵芬室本；研究和整理邹式金《风流冢》（今仅存《杂剧三集》所收本）

所选用的底本，不应是顺治本，而应是康熙本和诵芬室本；对内容的准确解读，更多地应该借助于诵芬

室本，而非顺治本和康熙本；研究邹式金《杂剧三集》与沈泰《盛明杂剧》初集、二集之关系，以及研究

邹式金、邹漪父子的戏曲活动、戏曲观念与社会理想等问题，依靠分析诵芬室本将无法获得全面、准确

的资讯，也不可满足于对顺治本或康熙本中某一版本的静态分析，而应将顺治本与康熙本联系在一起

作动态研究。

� （责任编辑：邓晓东）

Changes in the Different Editions of Zaju Sanji
SUN Shu-lei

Abstract：Zou Shijin’s zaju sanji 杂剧三集 （literally The Third Collection of Zaju）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zaju 杂剧 （literally variety play） after the first and second 
collections of Shen Tai’s shengming zaju 盛明杂剧 （literally Zaju in the Glorious Age of Ming Dynasty）. 
The first edition of Zou’s collection was published in the 18th year of Shun Zhi （1661） and revised in the 
early summer of the 1st year of Kang Xi （1662） . These two editions were then revised and printed by Dong 
Kang’s songfenshi诵芬室 （literally room for chanting great poems） in the 30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1） . The Third Collection of Zaju went through such three major editorial changes and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versions which show different pursuits of the editors. All kinds of the versions 
available toda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se three editorial systems，among which Dong Kang’s version is the 
best. Luo Zhenyu’s xu huike shumu 续汇刻书目（literally The Following Catalogue of Collected Prints） is 
the fourth editorial system independent of those three mentioned above. It is helpful to clarify the changes in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e Third Collection of Zaju，for this can enable us not only to form a clearer picture of 
different editions but to adopt a scientific approach to the related issues as well.
Key words：zaju sanji；Zou Shijin；compilation and printing；edition


